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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婚姻法中增加部分法定准予离婚情节的思考 

赵振亚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制度的重要原则，而离婚自由作为其主要内容为法律所确认，我国婚姻法在该原

则下并结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将感情确已破裂确定为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标准，对于如何掌握这一原

则性标准，根据立法的本意来看，应当是在着重尊重人权的前提下适当兼顾社会利益的需要，只要构成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列举规定的五种应当准予离婚的情形的或其他满足法定标准的情形，便准

予离婚。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一方长期患有传染性疾病等无法与之共同生活之疾病且无法治愈和一方长期患有

精神病且无康复希望等情形，即便原告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说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准予离

婚，但在裁判时法官却因考虑如下因素，往往判决不准离婚。一是社会利益的需求，在此类案件中，被告

方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尤其是精神性疾病，因其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父母年迈，子

女幼小，如判准离婚，将使被告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危害社会的稳定；二是民族道德利益的需求，中华

民族自封建社会以来，一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为人须善良、仁义、忍重，在一方患病时准予其离婚

诉请，似乎有悖于民族的道德情感；三是弱势方的利益需求，在此类案件中，法官将患病一方作为弱势

方，总是抱有必要的同情心态，对于其诉讼主张存有宽容和理解，当其不同意解除婚姻关系或双方就扶助

义务协商不成时，往往会判决不准予离婚。 

     

    笔者认为，在审判此类案件时，尽管应考虑上述的因素，但却不能囿于其中，而当从我国婚姻法的立

法本意和人性、人权的角度出发，准予双方离婚，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从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来看，没有象其他国家婚姻家庭法那样将婚姻视为契约类人身关系，而

是将其作为情感伦理性人身关系进行处理，故规定“感情确已破裂”是准予离婚之唯一标准。在一方患有

传染性、精神性疾病时，一般情况下，双方已无法共同生活或进行情感交流，原告诉请离婚，足以说明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应认定符合法定离婚之标准。 

     

    二、从人性、人权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独立主体，都有权追求自己自由幸福的婚姻生

活，此为人之本性，亦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不能因双方存在婚姻关系，便将一方的不幸永久地强加与对

方，此为不尊重人性人权的做法。 

     

    三、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来看，现代人类法律制度就是在最大化的追求两者间的平衡，不可

能牺牲前者而仅仅迁就后者，否则，此法便为“恶法”，所以我们也不能因为怕影响社会稳定，而限制公

民的离婚自由，甚至人为地加重其精神痛苦；当然在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同时也可以维持其生活扶助义务

或责令其继续履行监护人职责，以满足社会利益的需要。 

     

    四、从真正保护患病方利益的角度讲，笔者发现在实际生活中，象上述两种情形的婚姻，被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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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不准离婚后，患病方往往会被遗弃或受到虐待，甚至一方在离婚无望的情况下杀害患病方，法官的良

苦用心不仅不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而使其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笔者对于审判实践中的惯常裁判方法虽有不同见解，但并非是对法院和法官进行评判，因为中国的文

化传统和司法环境在制肘着法官的理性思维，应当在立法上为司法者提供抵制世俗影响的“魔杖”，以在

严格司法保护人权的同时使法官免受道德的责难。日本封建时代仿唐制的《大宝律令》中规定恶疾为强制

离婚的理由之一，德国民法典列举规定的法定离婚理由中有“一方患精神病已达三年，并且无康复希

望”，1946年联邦德国离婚法又增加了“一方患有传染病或其他令人厌恶的疾病”为法定离婚情形，英国

婚姻法中的可撤消婚姻情形有“一方在结婚时患有传染性疾病”的规定。自建国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中都

列举规定了部分法定离婚的情形，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将这两种情形列入其中，造成司法实践中违背立

法本意和法律原则现象的出现，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在《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增加规定“一方长期

患有传染性疾病等无法与之共同生活之疾病且无法治愈”和“一方长期患有精神病且无康复希望”两项为

法定准予离婚情节。 

     

    当然，人类发展的历史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教训，那就是“一个社会必须努力实现社会连带关

系与个人自由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协调。”，决不能厚此薄彼。在支持公民追求婚姻自由的情况下，也决不

能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将婚姻家庭中的不稳定因素或一方的困难推向社会。所以笔者认为在增加上述两项

规定的同时，规定健康的婚姻主体对患病一方进行经济扶助或监护的强制性规定，如在解除一方患有传染

性疾病的婚姻关系时规定未患病方应当适当负担对方的医疗费用等；在支持公民要求与精神病病人离婚的

诉请时，规定离婚后健康一方纳入可被确定为监护人的范围内或在无其他亲权人的情况下直接被指定为监

护人，继续对精神病人履行监护职责，以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利益。另外在婚姻法中也可以增加规定健康一

方不履行扶助和监护义务的惩罚性规定，以加强其强制执行力。 

     

    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矛盾的出现，是法律不断前进的源泉和动力，所以笔者认为应当顺应充分保护人

权的人类法学潮流，在婚姻法中增加对上述两类案件的明确规定。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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